
　
第 47 卷　 第 1 期

2026 年 1 月
　 　 　 　 　 　 　

经
 

济
 

与
 

管
 

理
 

研
 

究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 47　 No. 1

Jan. 2026

DOI:10. 13502 / j. cnki. issn1000-7636. 2026. 01. 006

数字技术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汤　 凯　 蔡晓培　 王海杰

收稿日期:2025-03-17;修回日期:2025-11-1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城市收缩的社会需求抑制效应及应对策略研究”(2026-JCZD-09)

作者简介:汤　 凯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450001;

蔡晓培　 郑州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海杰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摘要: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作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的新引擎,理应为推动城

市群及群内城市创新发挥重要作用。 基于 2008—2021 年中国 19 大城市群 19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从创新资

源、知识创造、创新绩效、创新环境和创新协同五个方面构建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技

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

检验下均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创新资金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提升促进群内城市创新

能力提升。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处于较高发展阶段、小规模、高创新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多中心城市群内的

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为推动数字技术发展以促进城市群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经验证据

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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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空间上相邻、规模层级不同且功能互补的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城市群,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2025
年 8 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稳妥有序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

市圈同城化发展”。 随着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城镇化布局逐步完善,当前中国已初步构建起“19+2”的城

市群发展格局(19 个城市群和 2 个都市圈)。 提升城市群创新能力,是保证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成渝

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指出,“要强化创新引领发展”,“形成成渝城市群创新共同体”,《中原城市群发展

规划》(2016)则强调要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先行区”。 城市作为创新活动最密集活跃的区域,常
被视作创新策源地。 但中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城市群内各城市

各部门仍存在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创新资源难以聚集、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那么,如何进一

步提升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能力,由此推动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跃升。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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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普惠化方向发展[1] 。 数字技术作为当前创新要素最密集、辐射最广泛、带动效应最显著的技术领域[2] ,
其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特征使其向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入渗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和行

业布局。 数字技术带来的强劲动能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不容

忽视的是,数字基础设施总体水平不高、数字人才供给不足、“数字鸿沟”等诸多障碍,使数字技术所释放的

普惠效应难以惠及广大区域,导致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困难重重。 因此,我们不禁思考: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

数字技术会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产生何种影响? 其规律、特征、内在机理如何? 该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对以上问题的解答,能够为深入认识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及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引领作用提供经验支撑与政

策启示。
数字技术与创新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数字技术对创新的影响分析仍存

在较大缺口。 纵观现有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因数据获取的局限,现有文献主要进行

了以省域[3] 、市域[4] 、企业[1]或“长三角”等单个城市群[5] 为基点的创新能力研究。 城市群作为超越行政区

划、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多个城市集聚而成的一种独特的空间形态[6] ,其内部有着区别于单一城市或省份

的发展变化规律,但现有研究尚未形成专门针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亦无针对城市群内城市的数

字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与本文最紧密相关的是数字技术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关于其直接的影响,
现有研究大多证实了数字技术对区域创新能力、创新效率或创新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3-4] 。 在此基础上,学
者们进一步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知识溢出、创新要素优化配置[3] 、人才赋能[1] 等机制实现。 虽有学

者开始注意到创新资金集聚[7] 、产业结构升级[8] 和创业活跃度[9] 对区域创新的重要性,但并未重点关注其

在数字技术发挥创新效应过程中的机制作用。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在研究对象方面,以中国 19 大城市群内 196 座城市为研究对

象,探究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局限于省域、市域、企业或“长三角”等单个

城市群层面的不足;(2)在城市群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方面,手工整理 2012—2022 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期刊论文中与城市群创新能力相关的评价指标并进行频次统计,在此基础上借鉴诸多国内外

知名报告,最终创建了包含创新资源、知识创造、创新绩效、创新环境和创新协同 5 个维度、25 个指标的城市

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3)在作用机制方面,从创新资金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及创业活跃度三个层面

揭示数字技术影响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4)在异质性分析方面,从城市群发展阶段、规模、创新基

础设施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探究数字技术影响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异质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与城市群创新能力

熊彼特的创新与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通过研发创新活动而发挥的“创造性破坏”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经

济内生增长[10] 。 城市群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迈入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发展过程直观展现了经

济活动从单个城市向城市体系的拓展轨迹[11] ,在此过程中,创新资源和要素在城市之间的集聚与配置也会

产生特定的城市群创新效应。
数字技术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其渗透性特征不仅推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新型生产资料在城

市群内各城市、各领域全面铺开,还联动多项互补技术,推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经济运行模式重塑与生产

力、生产方式变革,全面提升创新能力[12] 。 包括数据、知识、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内的创新要素是城市群

创新活动的物质基础[13] 。 数字技术能够提高群内城市创新要素的可获得性与利用效率,促进创新能力

提升。 数据层面,物联网、大数据、工业传感器等数字技术直接实现跨城市数据实时共享,打破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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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隔离,实现数据要素全域高效流通利用,支撑群内城市精准技术研发与突破。 知识层面,数字存储与

传输技术使技术、专利等知识成果突破知识共享载体限制[3] ,加速跨城市知识要素精准共享、匹配和利

用。 人才层面,远程协作工具、创新创业孵化平台等数字技术平台破除人才流动地理壁垒,降低跨城流动

成本,实现人才要素高效流动、匹配和利用[14] ,扩大人才要素获取范围与协作深度。 技术层面,数字仿

真、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通过可视化和标准化缩短了技术转化时间进程,加速城市群创新技术转化落

地;数字设备、算法、工艺等数字技术则加速群内技术要素跨城扩散与集成应用[15] ,实现群内城市创新能

力协同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二)数字技术影响城市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

数字技术的内在特征不断推动着城市群内各城市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数字化[2] ,群内城市创新发展

范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数字技术可能通过如下渠道赋能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1. 创新资金集聚机制

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行政边界使资金在城市间的流动面临审批流程繁琐、信息不对称等障碍,创新资金

呈现碎片化特征[16] 。 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通过构建跨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和全域性资金配置工

具,有助于打破传统金融服务的物理壁垒和空间约束,实现创新资金集聚。 依托统一的数字金融平台,群内

各城市政策性基金、商业性资本等资金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形成覆盖全域的资金池,实现资金在城市群层面

的集中调度;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与不可篡改特性[17] ,跨城市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与可追溯性提升,
因行政壁垒导致的信任成本降低,创新资金得以在群内各城市间顺畅流动、高效配置与空间集聚;同时,群
内不同城市基于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形成了差异化功能分工[18] ,而资本的天然逐利性使其通过数据驱动的

精准匹配机制,引导创新资金向回报率高的领域集聚。
创新资金集聚进一步为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注入关键活力。 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资源配置机

制,创新资金集聚形成的“创新补偿”有效避免了资金重叠与浪费,通过空间关联和溢出效应[19] ,群内城市

创新资金要素的空间分布与扩散路径改变,对创新能力产生系统性影响。 在创新资金配置效率方面,资金

在城市群内的集聚使得群内城市创新活动由分散化向协同化演进,创新链条更加紧密,研发资源配置更加

高效,更具规模优势与风险分散能力[20] ,整体创新产出效率有效提升。 在创新资金的空间分布方面,创新资

金集聚通过群内邻近城市间的博弈和竞合关系产生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影响资金要素的空间分布[19] ,推
动创新资金流向具有高比较优势的区域,提高创新资金的边际效益和群内城市整体创新效率。 在创新资金

的溢出与扩散方面,资金要素从流动走向集聚的过程中形成创新集群和网络关系,通过技术转移和知识溢

出[21] ,使高科技、高附加值企业将运营管理经验和高端技术扩散至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及周边地区[22] ,推
动群内各城市创新能力整体提升。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a:数字技术通过创新资金集聚促进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2. 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数字技术是国家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

擎[23] 。 数字技术是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基础,其发展和应用有助于城市群产业结构形态变

革与转型升级。 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催生数字农业、智能工业、数字服务业等新兴业

态,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群内城市产业体系向技术密集、高附加值领域延伸。 依托数字技术的高

渗透性与高关联性,这类新兴产业快速融入群内城市现有产业网络,实现在技术、业态、模式上的深度融

合[24] ,形成新的产业增长极,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以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 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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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嵌入传统产业的生产端、管理端与销售端,对群内城市传统产业进行全链条改造,重构生产、运营、
管理与销售环节,突破传统产业间边界壁垒,推动产业延伸融合[25] ,促进跨产业创新集群产生,破解部分

城市因技术滞后导致的产业“低端锁定”问题。 此外,数字技术通过整合群内要素信息、打破时空限制,
提升供需匹配精度,优化群内城市资源配置,引导生产要素向高效益产业集聚,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

水平[23] 。
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助于推动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产业结构从低水

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逐步演进的动态进程,还是产业间协调与关联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26] 。 产业结构升级

为群内城市创新提供必要的产业载体。 在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层面,产业结构升级是要素的重组和再分配过

程,依据不同城市产业基础,要素资源得以差异化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竞争效应和区域协同效应,推
动群内资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的重新分配与优化配置[27] ,有效避免同质化竞争,让有限的要素集中支

撑关键技术研发与突破,从而提升整体的创新产出。 在技术创新倒逼机制层面,数字技术所催生的新兴产

业具有高研发投入、高技术密集度、高创新溢出效应等特征,使其对上下游产业链提出更高技术要求,倒逼

配套产业技术创新[28] ,形成“核心产业引领—配套产业跟进”的创新传导链条。 在需求拉动机制层面,产业

结构升级所推动的市场范围扩大、需求细分与扩张,带动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要求提升[27] ,刺激群内城市

加大创新投入以满足市场需求,形成“需求拉动的创新”效应。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b:数字技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3. 创业活跃度提升机制

创业理论认为,机会、资源与成本是影响创业成败的关键要素[29] 。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升

级深刻影响着传统创业行为与创业模式[30] ,为创业活跃度提升和高质量创业提供了新思路。 在创业机会层

面,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地理边界对机会识别的限制,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降低了参与高技术领域

创业所需的技术门槛。 数字技术对信息不对称及市场进入门槛的降低,拓展了机会生成空间[31] ,而这种机

会空间的扩展则提升了创业活跃度[32] 。 在创业资源层面,大数据技术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为创业者提供精

准市场画像,降低了资源错配风险;开源社区打破技术垄断,使创业者能够以低成本获取关键技术资源模

块;远程协作工具促进跨区域知识流动与人才资源共享。 这种创业资源获取与配置方式的重构,降低了创

业者对数据、技术、人才等资源的获取难度,促进创业活跃度提升[32] 。 在创业成本层面,云计算降低了创业

初期的硬件与软件投入,共享办公空间减少了物理办公成本,互联网和无线技术则降低、改善了创业者利用

网络学习新技能、新知识的成本与条件[33] 。 成本的节约使有限的创业资源更多投入研发与创新活动,从而

鼓励高风险、高创新潜力的创业项目涌现,促进群内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
进一步地,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为群内城市创新注入活力。 创业的本质是创业者对现有知识体系的突破

与重构,创业活力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32] 。 一方面,较高的创业活跃度有利于

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 群内城市创业活动的持续扩容有效增进了创新思维的跨主体交流与多维碰撞[34] ,创
业主体间的互动交流则加速隐性知识显性化;同时,创业活跃度提升有助于构建包容开放的区域创新环境,
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意愿,推动创业过程中的试错与调整,促进知识

快速迭代和技术商业化转化,使得创新溢出红利得以充分释放[32] 。 另一方面,较高的创业活跃度有助于创

新资源高效产出与利用。 从资源供给端来看,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带来创业主体的大量涌现,对创新资源的

需求也由此扩大,倒逼区域内资源供给体系优化和产出效率提升,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保障;从资源利用端

来看,创业企业往往具有灵活的组织架构与高效的决策机制,更高的创业活跃度往往伴随着更多市场需求

和创新机遇的发现,推动创业者将整合后的资源投入高潜力创新项目,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持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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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35] 。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c: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来促进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城市的形成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集聚,而城市群则是超过行政规划、不同规模和功

能的多个城市的空间集聚[6] 。 城市群作为依托发达的基建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紧凑、经济联系密切的城市聚

合体,其内部城市存在明确的空间关联、产业联动与资源流动,与单一城市或零散区域存在本质区别。 中国

目前规划布局的 19 个城市群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发展水平区域,是创新资源的主要集聚地,承载了全国大部

分创新活动。 因此,本文基于最具覆盖性、创新前沿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选取“十三五”规划界定的 19 个

城市群的 196 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①。

　 　 (二)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innit =α+βdigitit  +C′itγ

 

+
 

λ i
 +

 

ωt
 +

 

μit (1)
其中,i 表示中国 19 个城市群内的 196 座城市,t 代表年份;digiti t 表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innit 表示群

内城市创新能力;C′it为控制变量向量;λ i 和 ω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μit 为随机扰动项。 回归结果

重点关注模型(1)的回归系数 β,若 β 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技术能提升群内城市创新能力。

　 　 (三)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 inn)。 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多种测度方法。 有些学者使用专利数量[6] 等单一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 也

有诸多研究构建指标体系,如《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

境、创新绩效”五个层面衡量区域创新能力,该报告所测度的区域创新能力指数被诸多学者引用[36] ;《国家

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创新环境”五个方面构建了国家

创新指数指标体系;刘雷等从“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服务能力和创新宏观环境”四个层面构建

了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37] 。 以上关于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也有诸

多弊端:首先,目前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尚处于一种众说纷纭的无序状态,且对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选

取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其次,由于城市群创新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指标体系难以把所有重要因素

纳入研究体系以全面衡量城市群创新能力。 最后,由于城市群数据的分散和庞杂,现有文献主要进行了以

省域、市域或“长三角”等单个城市群为基点的创新能力研究,没有表现出城市群“群”的内部特征,难以从整

体上概述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现状。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全面的针对城市群这一特殊空间主体

的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为了直观地了解现有文献中城市群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有哪些及其使用

频次如何,借鉴冯根福等[38]的研究,本文手工收集了 2012—2022 年 CSSCI 期刊论文中与城市群创新能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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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衡水、仙桃、潜江、天门、济源、运城、邢台、邯郸、儋州等城市的相关数据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没有披露或存在多年数据缺失,
因此本文将数据可得性差的城市剔除,最终选取中国 19 个城市群中的 196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2022》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最终选取的 196 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总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2%,可见,该研究对象已具有较强的覆盖

性,研究结果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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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文献。 通过手工整理,最终获得 108 篇有关城市群创新能力衡量指标的文献①,得到 183 个衡量城市群

创新能力的变量。
本文采用建立综合指标的方法以更好地度量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 在采用指标体系来度量创新能

力的文献中,以“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环境”三个层面为一级指标的文献最多,达 11 篇。 因此,
将收集到的 183 个变量按照“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基础环境”三个层面进行归类,最终得到创新投入

层面 47 个,创新产出层面 45 个,创新基础环境层面 29 个。 创新投入层面的变量总计被使用 81 次,创新产

出层面变量被使用 107 次,创新基础环境层面变量被使用 45 次,考虑到后文分析中不可能将所有的变量放

入计量模型,本文对这些变量进行初步筛选,最终确定文献中 7 次及以上使用为创新投入层面变量的标准,
4 次及以上使用为创新产出和创新基础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标准,结合数据可得性,得到 108 篇文献中选择

的中国城市群创新能力主要指标及使用频次。
通过对国内外知名相关报告②的对比研究,发现权威报告大多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

新绩效”“创新环境”等层面来构建区域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 其中,创新资源反映区域创新资金和人才资源的

投入力度、供给能力及创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知识创造反映区域科研投入产出能力及知识传播和溢出能力;
企业创新反映微观企业层面创新活动的强度、效率和水平;创新绩效反映区域创新所产生的效果和影响;创新

环境反映区域开展创新活动所依赖的外部软硬设施环境。 相比较而言,该指标体系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更能综

合反映城市群创新能力。 因此,基于频次统计法得出的城市群创新能力主要指标,按照“创新资源”“知识创造”
“创新绩效”“创新环境”四个层面③进行分类重组,在此基础上,加入“创新协同”④层面指标,最终创建了包含

创新资源、知识创造、创新绩效、创新环境、创新协同 5 个维度、25 个变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

系;然后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衡量指标及权重如表 1 所示。

表 1　 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衡量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 %

创新资源(25. 048
 

0%) 教育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0. 491
 

7

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3. 859
 

9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从业人员数量 人 4. 561
 

4

外商投资企业数量 个 11. 247
 

9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万美元 4. 887
 

1

知识创造(19. 967
 

8%)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所 2. 062
 

4

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 人 2. 248
 

2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 人 2. 480
 

8

论文发表数量 篇 4. 394
 

6

专利申请量 件 8. 771
 

8

88

①

②
③
④

在选取城市群创新能力实证文献的过程中,本文删除了部分不合适的文献,如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纯理论研究文献;再如题目涉及城市

创新,但实际使用了企业数据而非地区数据分析其技术创新问题;还有使用了地区数据分析城市群创新能力,但没有使用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

析的文献等。
包括《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18》等。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为宏观的城市群层面,因此剔除了“企业创新”这一微观层面指标。
加入“创新协同”层面指标的原因在于:协同性的培育对于城市群及其内部各城市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市群作为多个城

市甚至省份的集合体,以城市之间的产业和经济联系为纽带,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应当考虑到城市间的协同发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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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 %

创新绩效(33. 392
 

8%)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10. 505
 

3

驰名商标量 个 4. 509
 

9

专利授权量 个 9. 161
 

3

每万人拥有的科技成果成交额 万元 9. 195
 

0

绿化覆盖率 % 0. 021
 

3

创新环境(16. 804
 

8%)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元 2. 021
 

4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1. 647
 

2

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5. 646
 

1

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 个 3. 458
 

1

邮政、电信业务收入 万元 4. 032
 

0

创新协同(4. 796
 

9%) 城市化水平 % 1. 570
 

0

专利授权量与 GDP 增速的耦合值 % 1. 869
 

1

城市人均 GDP / 城市群首位城市人均 GDP % 0. 500
 

1

城市人均教育与科技支出 / 城市群首位城市人均教育与科技支出 % 0. 848
 

2

城市人力资本指数 / 城市群首位城市人力资本指数 % 0. 009
 

5

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技术(digit)。 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常被作为刻画数字技术水平常用指标。 本文借

鉴黄先海等[39]的研究,采取当年申请的数字技术相关领域发明专利数量衡量群内城市数字技术水平。 专利

行为反映了城市技术发展方向,数字技术领域相关专利数量则是群内城市在数字领域是否取得进步的体

现;仅考虑发明专利数量的原因在于,相对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言,发明专利的审查程序更严

格,更能反映数字技术成果。 为了确保该衡量方法的稳健性,参考吴非等[40] 、张任之[41] 的研究,采用文本分

析法,以城市地方政府年报中数字技术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作为数字技术的替代指标。
3. 控制变量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文参考韩璐等[14] 、赵涛等[32] 的研究,结合研究需要,选取以下控

制变量:政府支出强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人口密度(density),采用单位面积内人口数

表示;人力资本(hum),采用研发(R&D)从业人员数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fin),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表

示;交通运输水平( trans),用公路货运量衡量;环境保护水平(protect),用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表示;失业

水平(unemploy),用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表示。 在实证回归中,人口密度、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交通运

输水平、环境保护水平和失业水平均取对数。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 2008—2021 年中国 19 个城市群的 196 座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论文发表数量来源

于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科技成果成交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值、驰名商标

数量等数据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国
家统计局、地方统计局等;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专利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源自《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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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 inn 2
 

744 0. 057
 

1 0. 053
 

1 0. 006
 

7 0. 648
 

3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 digit 2
 

744 0. 025
 

6 0. 140
 

4 0. 000
 

0 3. 468
 

7

控制变量 政府支出强度 gov 2
 

744 1. 724
 

4 0. 818
 

6 0. 086
 

3 7. 043
 

7

人口密度 density 2
 

744 35. 196
 

7
 

46. 276
 

5 3. 180
 

2 571. 216
 

3

人力资本 hum 2
 

744 0. 006
 

4 0. 164
 

9 0. 000
 

0 6. 543
 

0

金融发展水平 fin 2
 

744 9. 665
 

3
 

21. 096
 

7 0. 195
 

9 278. 100
 

0

交通运输水平 trans 2
 

744
 

12. 979
 

3
 

14. 176
 

7 0. 141
 

0 292. 426
 

0

环境保护水平 protect 2
 

744 85. 203
 

0
 

15. 930
 

0 0. 240
 

0 119. 440
 

0

失业水平 unemploy 2
 

744
 

3. 018
 

2 3. 658
 

6 0. 014
 

3 40. 305
 

4

机制变量 创新资金集聚 cap 2
 

744
 

0. 024
 

7 0. 035
 

8 0. 000
 

0 0. 438
 

2

产业结构升级 ris 2
 

744
 

0. 969
 

7 0. 547
 

4 0. 094
 

3 5. 350
 

0

创业活跃度 ent 2
 

744 0. 058
 

1 0. 076
 

6 0. 002
 

5 0. 914
 

3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影

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显示了在纳入控制变

量、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基础上的

回归结果。 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城市固

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确保数字技术对群内城

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受城市层面和时间层面的干

扰。 结果显示,dig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

著为正,表明数字技术正向促进了群内城市创新能

力提升,假设 1 得到验证。 数字技术凭借其渗透

性、替代性、协同性等特征,提高了数据、知识、人
才、技术等创新要素可获得性和利用效率,推动其

在群内各城市间高效流动与匹配共享,为城市群创

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促进了群内城市创新

能力提升。

　 　 (二)内生性分析

鉴于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众多,难以

在模型中将所有因素均纳入控制变量组,且数字技

术可能与群内城市创新能力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诱发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

性偏误。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git 0. 154
 

5∗∗∗ 0. 099
 

9∗∗∗

(0. 004
 

1) (0. 002
 

0)

gov 3. 035
 

3∗∗∗ -3. 166
 

2∗∗∗

(0. 710
 

2) (0. 554
 

6)

lndensity -0. 007
 

9∗∗∗ -0. 029
 

3∗∗∗

(0. 000
 

8) (0. 003
 

2)

lnhum 0. 002
 

0 -0. 002
 

2

(0. 007
 

8) (0. 002
 

7)

lnfin 0. 023
 

6∗∗∗ 0. 000
 

2

(0. 000
 

6) (0. 000
 

6)

lntrans 0. 000
 

5 -0. 000
 

2

(0. 000
 

8) (0. 000
 

4)

lnprotect -0. 012
 

6∗∗∗ -0. 003
 

6∗∗∗

(0. 001
 

8) (0. 000
 

8)

lnunemploy 0. 003
 

5∗∗∗ -0. 000
 

6∗∗∗

(0. 000
 

5) (0. 000
 

2)

常数项 -0. 322
 

0∗∗∗ 0. 160
 

5∗∗∗

(0. 011
 

4) (0. 014
 

9)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4 2
 

744

R2 0. 729
 

6　 　 0. 705
 

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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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历史基础设施分布可视作当前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 借鉴张雅俊和张颖熙[42] 、钱海章

等[43]的研究,本文使用群内各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和 1984 年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作为数字技术的工具

变量。 (1)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一是完全符合相关性条件。 沿海港口是对外开放、技术引进和信息流通

的核心枢纽。 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依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距离港口越近,越易接触国际先进的数字

技术、设备和人才,数字基础设施的布局和普及也更便利,直接影响数字技术的落地速度、覆盖范围和工作

效率。 二是完全符合外生性条件。 城市到沿海港口的距离属于地理先天特征,是脱离经济活动、社会等系

统的“严格”外生变量。 (2)1984 年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 一方面,固定电话是数字通信的早期基础形态,
属于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初始载体。 固定电话的布局密度反映了一个地区信息传递需求的强度和基础设

施的完善度,因此历史上固定电话的普及程度较高的地区极有可能是数字技术发展较好的地区,符合相关

性条件。 另一方面,1984 年这一历史时点,固定电话数量的多寡主要由当时的政策和基础设施规划所决定,
与当前城市创新能力无直接关联,历史上固定电话的数量不会直接影响到当前城市群创新能力,因此该变

量具有外生性。
本文研究样本是面板数据,而以上工具变量为截面数据,为了满足面板回归模型要求,将城市到沿海港口

的距离和 1984 年每百万人固定电话数分别与时间趋势项进行交互,作为数字技术的工具变量(IV_1 和 IV_2)。
表 4 报告了分别以 IV_1 和 IV_2 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
IV_1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 -0. 001

 

0),IV_2 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0. 014
 

3)。 Kleibergen-
Paap

 

rk
 

LM 统计量均在 1%水平下显著,均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

量均大于临界值,均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表明 IV_1 和 IV_2 均合理可靠。 由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
digit 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本文核心结论稳健。

表 4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IV_1 IV_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it 0. 197
 

7∗∗∗ 0. 195
 

9∗∗∗

(0. 059
 

6) (0. 025
 

5)

工具变量 -0. 001
 

0
 ∗∗∗ 0. 014

 

3∗∗∗

(0. 000
 

2) (0. 003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281
 

8∗∗∗ -0. 271
 

1∗∗∗ -0. 305
 

7∗∗∗ -0. 414
 

7∗∗∗

(0. 086
 

0) (0. 043
 

1) (0. 050
 

1) (0. 019
 

9)

Kleibergen-Paap
 

rk
 

LM 24. 627
 

0 12. 150
 

0

[0. 000
 

0] [0. 000
 

5]

Kleibergen-Paap
 

Wald
 

rkF 23. 823
 

0 17. 439
 

0

{16. 380
 

0} {16. 380
 

0}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4 2
 

744 2
 

744 2
 

744

R2 0. 146
 

2　 　 0. 642
 

2　 　 0. 346
 

3　 　 0. 763
 

3　 　

　 　 注:[
 

]内数值为统计量对应的 P 值,{
 

}内数值为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在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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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的

度量方法。 一是采用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中的城市创新指数作为群内城市创

新能力的替代变量(inn1)。 二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合成指标体系。 基准回归中采用熵值法对被解释变量

进行多项指标合成,故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替代变量( inn2 )。 第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吴非等[40]和张任之[41]的文本分析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2025 年数

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2022)》等重要政策文件基础上,结合数字技

术特点,提取涉及数字技术的关键词,形成包含“底层数字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实践应用”2 个层面、10 个维度、
121 个关键词的数字技术特征词图谱,以此表征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水平。 通过 Python 技术归集整理了城市群

内所有城市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根据特征词图谱进行分词处理,形成各城市所有关键词总词频,由此作为数

字技术的替代变量。 第三,调整研究样本。 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可能受各

城市群内城市数目差距的影响,因此将天山北坡、黔中、滇中等城市数目不大于 3 的城市群内城市剔除。 第四,
缩尾处理。 为消除异常值可能的干扰,对本文主要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 1%和

99%双侧缩尾。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从表 5 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水平下显著为

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inn1 inn2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调整研究样本 缩尾处理

digit 0. 469
 

7∗∗∗ 1. 076
 

3∗∗∗ 0. 012
 

1∗∗∗ 0. 099
 

8∗∗∗ 0. 084
 

9∗∗∗

(0. 070
 

0) (0. 051
 

4) (0. 003
 

5) (0. 002
 

1) (0. 004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 697
 

1∗∗∗ 2. 094
 

2∗∗∗ 0. 287
 

5∗∗∗ 0. 163
 

6∗∗∗ 0. 054
 

3∗∗

(0. 513
 

4) (0. 376
 

8) (0. 020
 

5) (0. 015
 

5) (0. 025
 

4)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4 2
 

744 2
 

744 2
 

618 2
 

744

R2 0. 863
 

1　 　 0. 683
 

7　 　 0. 427
 

4　 　 0. 706
 

4　 　 0. 569
 

7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 为检验机制

假设是否成立,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edit =

 

α +
 

βdigitit  + C′itγ +
 

λ i
 +

 

ω t +
 

μ it (2)
其中,Medit 为机制变量,分别表示创新资金集聚(cap)、产业结构升级( ris)和创业活跃度(ent)。
1. 创新资金集聚

数字技术通过构建跨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及资金配置工具,打破传统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地理障碍,形成

覆盖城市群全域的资金池,使得群内各城市金融资金得以集中调度、有效整合和高效集聚,资金在空间上的

集聚通过虹吸效应和辐射效应使得群内创新活动从分散走向协同,实现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推动群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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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创新能力提升。 关于创新资金集聚(cap)的衡量,本文借助区位熵指数测度,以 R&D 经费支出来衡量创新

资金集聚要素,计算公式如下:

capit =
F it / K it

F t / K t
(3)

式(3)中,capit 表示城市 i 年份 t 的创新资金集聚程度。 F it 表示城市 i 年份 t 的 R&D 经费支出,K it 为城

市 i 在年份 t 的财政支出,F t 表示全部城市在年份 t 的 R&D 经费支出,K t 为全部城市年份 t 的财政支出。 表

6 报告了创新资金集聚机制的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可见

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创新资金集聚,进而赋能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2. 产业结构升级

理论上,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群内城市产业结构形态变革和转型

升级,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则进一步通过要素的重组和再分配,推动

其在产业间合理配置,通过技术创新倒逼机制,对上下游产业链提出更高要求,倒逼配套产业技术创新,通
过需求拉动机制形成“需求拉动的创新”,推动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 ris)的度量,参
考徐敏和姜勇[44]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包含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具体计算方法为:

ris = ∑
3

m = 1
yi,m,t × m (4)

其中,ris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yi,m,t 表示城市 i 在 t 时期第 m(m= 1,2,3)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
表 6 报告了产业结构升级机制的回归结果。 从表 6 可知,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可见

数字技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推动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3. 创业活跃度提升

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通过增加创业机会生成空间、降低创业资源的获取与扩散难

度、减少创新创业成本,提高创业激情和新创企业生存概率。 较高的创业活跃度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创新

生态,增进创新思维与碰撞,推动隐性知识显性化,加速知识迭代和技术商业化转化,使得创新溢出红利

得以充分释放,推动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关于创业活跃度( ent)的度量,本文借鉴白俊红等[45] 的研

究,采用群内城市每百人新创企业数来衡量。 表 6 报告了创业活跃度提升机制的回归结果。 从表 6 可

知,数字技术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明数字技术能够促进创业活跃度提升,进而提高群内

城市创新能力。

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资金集聚 产业结构升级 创业活跃度

digit 0. 033
 

0∗∗∗ 0. 259
 

7∗∗∗ 0. 068
 

8∗∗∗

(0. 006
 

1) (0. 044
 

3) (0. 008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282
 

2∗∗∗ 1. 464
 

5∗∗∗ 0. 691
 

4∗∗∗

(0. 045
 

0) (0. 325
 

2) (0. 064
 

8)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4 2
 

744 2
 

744

R2 0. 386
 

6　 　 0. 629
 

7　 　 0. 4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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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规模大小、创新基础设施状况及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数字技术

的创新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 本文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究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
由此加深对数字技术影响群内城市创新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1. 城市群发展阶段

“十四五”规划中,从“优化提升”“发展壮大” “培育发展”三个维度,对中国 19 个城市群进行了战略定

位与部署①,以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以上定位主要基于城市群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和区域战略等因素。
“优化提升”的如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较完善、创新引领能力

较突出;“发展壮大”的如山东半岛、中原等城市群处于中级发展阶段,具备发展基础但仍需整合;“培育发

展”的如黔中、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发展基础较薄弱但具有重要战略区位。 以上这三种划

分所对应的城市群战略定位由高到低、发展阶段由发达到欠发达。 因此本文构建了城市群发展阶段指标

(stage),将“优化提升”的城市群内城市赋值为 1,“发展壮大”的群内城市赋值为 2,“培育发展”的群内城市赋

值为 3。 在模型(1)中引入数字技术(digit)与城市群发展阶段( stage)的交互项。 由表 7 可知,交互项 digit×
stag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规划战略定位越高、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城市群,数字技术对群内创新能力

的推动作用越显著。 原因在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在支撑数字技术转化为创新动能的基础条件与

环境上更具优势。 这类城市群通常具备更发达的经济基础、更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更充裕的创新主体、更
丰富的市场需求、更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更成熟的制度环境,而欠发达城市群则在这些方面存在不足。 数字

技术与较发达城市群既有的发展优势形成互补与叠加,使其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更显著的推动

作用。
2. 城市群规模

城市规模对数字技术普惠效应扩散和城市创新活动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46] 。 那么,何种规模的城市群

更有利于数字技术渗透以推动群内城市创新? 为探究数字技术对不同规模城市群内的城市创新能力的影

响。 本文在模型(1)中分别引入数字技术(digit)与城市群规模( size)的交互项。 其中,城市群规模由人口规

模和经济规模构成,人口规模用城市群人口密度衡量,经济规模用城市群 GDP 衡量。 本文认为两者具有相

同的重要性,故各赋予 0. 5 的权重。 由表 7 可知,交互项 digit×size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可见

数字技术对小规模城市群内的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原因在于,一方面,大规模城市群因要素

过度集中、行政层级相对复杂,易产生资源冗余与协调成本,削弱数字技术的边际效益。 而小规模城市群内

部结构和行政层级相对简单,数字技术能快速打破地理与行政壁垒,实现创新要素的跨区域高效配置,形成

协同创新网络。 另一方面,当城市群数字资源过度集中时,会引发数据孤岛、算力竞争等集聚不经济问题,
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创新效益下降,故大规模城市群易陷入规模报酬递减陷阱。 而小规模城市群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于群内各城市发挥着“雪中送炭”的效果,能在更

大程度发挥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
3. 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是指能够支撑科研、保障技术和产品开发等功能的基础设施,其引导和服务特征决定

了其聚集创新资源、营造创新环境等优势。 创新基础设施为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更适配的场景和更高效

49

① “优化提升”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发展壮大”包括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北部湾等

城市群,“培育发展”包括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黔中、滇中、呼包鄂榆、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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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从而强化数字技术的创新效应。 为了探究数字技术对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会因其所在

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而产生异质性,本文参考唐玲玲和冯华[47] 、于英杰和吕拉昌[48] 等的研

究,从教育、科技、交通、信息、金融五个层面构建了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指标体系①。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将其合成为综合指数( inn_infra) 。 在模型(1)中引入数字技术(digit)与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 inn_infra)
的交互项。 由表 7 可知,交互项 digit×inn_infra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对具有

较高创新基础设施水平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大。 原因在于,相对于创新基础设施水平

较低的城市群,高创新基础设施水平的城市群本身已具备较为完善的交通、通信、科研平台等硬件条件,
以及丰富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数字技术如同催化剂,能进一步打破这些资源之间的物理和时

空限制。 同时,高水平的创新基础设施为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主体合作和知识溢出提供良好的基础,通
过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实现创新资源在群内各城市间自由流动、高效整合与精准匹配,从而推动创

新能力协同提升。
4. 城市群空间结构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
空间结构反映了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组织方式,对城市群经济效率和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发挥着重要

影响[49] 。 现有研究多将城市群空间结构划分为多中心和单中心空间结构,而关于单中心与多中心的优劣问

题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结论。 多中心城市群可能因行政碎片化而分散创新要素,导致创新协同效率较

低;单中心城市群则可能因资源过度集中而产生集聚不经济。 为了考察数字技术对不同空间结构城市群的

群内城市创新能力可能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参考戴宏伟和杨宏昌[50] 的研究,基于位序规模法将城市群划分

为单中心和多中心城市群②,将多中心城市群内城市赋值为 1,单中心城市群内城市赋值为 0。 在模型(1)中

引入数字技术(digit)与城市群空间结构( structure)的交互项。 由表 7 可知,交互项 digit×structure 的回归系

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对多中心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大。 可能的原因在

于,单中心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随着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单中心城市群容易出现集聚

不经济现象,拥挤效应显著,从而抑制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发挥和创新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 而多中心结

构则能够克服首位中心城市因要素过度集聚带来的集聚不经济问题。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减少因物理距

离和行政壁垒导致的效率损失,使多中心城市群在保持集聚经济的同时,有效分散集聚不经济的风险,优化

创新资源配置,保持创新效率提升。

表 7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城市群发展阶段 城市群规模 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 城市群空间结构

digit 0. 152
 

3∗∗∗ 0. 131
 

0∗∗∗ 0. 043
 

7∗∗∗ 0. 070
 

9∗∗∗

(0. 008
 

2) (0. 010
 

3) (0. 006
 

4) (0. 004
 

4)

digit×stage -0. 029
 

6∗∗∗

(0. 004
 

5)

59

①

②

具体地,教育基础设施由教育业从业人员数来衡量,科技基础设施由高科技企业数量衡量,交通基础设施由交通仓储邮电业从业人

员数衡量,信息基础设施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衡量,金融基础设施由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衡量。
单中心城市群包括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天山北坡、成渝、京津冀、兰州西宁、北部湾、晋中以及滇中城市群;多中心城市群包括长三角、

珠三角、山东半岛、宁夏沿黄、呼包鄂榆、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以及黔中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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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变量 城市群发展阶段 城市群规模 城市群创新基础设施 城市群空间结构

digit×size -0. 269
 

9∗∗∗

(0. 087
 

4)

digit×inn_infra 0. 109
 

2∗∗∗

(0. 011
 

8)

digit×structure 0. 036
 

1∗∗∗

(0. 004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140
 

1∗∗∗ 0. 167
 

6∗∗∗ 0. 162
 

3∗∗∗ 0. 185
 

9∗∗∗

(0. 015
 

1) (0. 015
 

1) (0. 014
 

7) (0. 015
 

2)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744 2
 

744 2
 

744 2
 

744

R2 0. 710
 

1　 　 0. 706
 

4　 　 0. 715
 

0　 　 0. 711
 

7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8—2021 年中国 19 个城市群的 196 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从创新资源、知识创造、创新绩

效、创新环境和创新协同五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建立模型对数字技术对群内

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促进群内城市创新能力提

升。 机制检验表明,创新资金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活跃度提升是数字技术促进群内城市创新能力

提升的三个途径。 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在较高发展阶段、小规模、高
创新基础设施水平和多中心城市群内城市中更为突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全面推进数字强国建设,重视数字技术在城市群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加快发展云计算、区块

链、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发展,构建跨区域金融基础设施,推动金融资源在群间及群内各城市自由流动。
推动数字金融这一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在城市群内的布局,整合各类金融资源,促进创新资金在群内高效

配置,为城市群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推动数字技术扩散与应用,打破产业边界以促进城市

群产业内、产业间形成关联效应,提升产业链各环节效率以加速创新产出。 持续推动数实融合,催生新技

术、新产品、新生态,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以促进创新思维碰撞,激发城市群创新活力。 此外,依托数字

技术可复制、低成本的特点,推动知识与技术广泛传播,为创业者提供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降低创业

准入门槛,提升创业活跃度,激发具有高潜力的创新项目涌现,提高城市群创新动能。
遵循各城市群比较优势,根据不同类型城市群制定适宜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加强数字技术开发与

应用,优化数字空间布局,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 具体而言,(1)对于“优化提升”类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

城市群,支持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关键领域开展重大科技专项,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强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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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地位。 对于“发展壮大”类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城市群,针对本地区优势传统产业,制定数字化转型

专项规划,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鼓励智能化改造,提升生产效率与创新效能。 对于“培育发展”类

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结合本地资源禀

赋与产业特色,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积极与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开展数字经济合作交流,吸引

发达地区的数字产业与创新资源向本地区梯度转移。 (2)对于中原、京津冀等大规模城市群,建立跨区域

协调机制,优化城市群数字资源配置以避免过度集中,建设统一的数据平台以打破数据孤岛,促进城市间

数据共享、业务互通和创新成果互认,引导城市群创新能力协同提升。 对于北部湾、天山北坡等小规模城

市群,应积极完善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出台优惠政策引进更多

数字技术人才、创新人才,为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群创新提供人力资本支撑。 (3)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创

新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强化数字技术与创新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基础设施运行效率

与服务质量。 借助数字技术打破创新要素区域壁垒,释放数字技术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效能。 对于辽中

南、兰州—西宁等创新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城市群,制定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短
期内,重点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网络设施,确保数字技术应用的基本网络条件。 长期来看,需要加大对

科技研发平台、教育设施等的投入,建设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载体,逐步夯实创新基础。 (4)对于长

江中游、呼包鄂榆等单中心城市群,需要着重优化核心城市创新要素布局,通过数字技术引导部分功能向

周边区域疏解;加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创新资源的自由流动与共享,缓
解核心城市的拥挤效应。 对于长三角、山东半岛等多中心城市群,强化中心城市间的数字协同创新机制,
建立跨区域的数字创新协作平台,打破行政壁垒;借助数字技术构建统一的创新要素市场,实现各中心城

市创新资源优势互补,从而提升整体的创新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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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imary
 

form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s
 

serve
 

as
 

vital
 

platforms
 

supporting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digital
 

technology
 

serves
 

as
 

a
 

new
 

engine
 

driving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enhancement,
 

and
 

should
 

consequentl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vancing
 

innovation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ir
 

constituent
 

citie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t
 

is
 

imperative
 

to
 

explore
 

ways
 

to
 

more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inclusive
 

benefi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By

 

manually
 

compiling
 

relevant
 

indicators
 

on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CSSCI)
 

journal
 

articles
 

and
 

conducting
 

frequency
 

analysis,
 

while
 

drawing
 

on
 

renowned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ports,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system
 

encompasses
 

25
 

indicators
 

across
 

five
 

dimensions:
 

innovation
 

resources,
 

knowledge
 

creati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Using
 

panel
 

data
 

from
 

196
 

cities
 

across
 

19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21,
 

this
 

paper
 

employs
 

a
 

panel
 

fixed-effects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Benchmark
 

regression
 

indicat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this
 

conclusion
 

holds
 

und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tests
 

reveal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enhances
 

innovation
 

capacity
 

through
 

innovation
 

capital
 

aggreg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ncrease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exert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development
 

stages,
 

smaller
 

scales,
 

advanced
 

innov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olycentric
 

structur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by
 

focusing
 

on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paper
 

expands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Second,
 

it
 

constructs
 

a
 

mor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and
 

comparable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viding
 

a
 

reusable
 

framework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Third,
 

it
 

deepens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digital
 

technology
 

affects
 

urban
 

innovation
 

capacity,
 

as
 

well
 

as
 

the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is
 

paper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patterns
 

i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cities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ed
 

urban
 

agglomeration
 

growth,
 

and
 

innovation
 

capacity
 

enhanc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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